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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论，应有界定。叔本华在《争论的技艺》中说：“延伸或扩大法——这一方法在于延伸你的对方的命题，超出其自然的限度；在于赋予该命题以尽可能普遍的含义与尽可能广泛的意义，达到夸大该命题的目的；并且，另一方面，在于赋予你自己的命题以尽可能有限的意义与尽可能严格的限制，因为一个陈述越普遍，它可能遭到的反对意见就越多。这种辩护法在于对要点或对争论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准确的陈述。”虽是针对辩论而言的，但也通于议论中的界定。此种界定，多是概念的界定，对论点或论题中的概念应有界定。比如韩愈的《师说》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”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。作者是要兴复古代从师之道的，提出看法后，此中关键便在于师，于是对老师的职责或作用有所界定。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老师，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除疑难的。如此界定，可谓言简意赅。
概念的界定，是对概念做出理解，或阐释，或下定义。只有明确了概念所指，才好展开。比如王小波的《关于崇高》，这里说的“崇高”，其实就是唱高调。“这就是说，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，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。”用唱高调来理解崇高，是作者对这个概念所作的界定，而不是崇高应有的意义。“在一个文明社会里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——牺牲‘自我’，成就‘超我’——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。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，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——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份。”其实作者并不反对崇高，只是希望合理一些，也就是倡导崇高时也应有理性。如果崇高只是唱高调，甚而煽情，就是虚伪的。作者认为，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。“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，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，还是一味煽情。假如是后者，那就是犯了老毛病。”再联系现实，有感而发。而就伦理或利益上说，还是应当为大多数人着想。再如伏尔泰的《论热情》，将“热情”界定为“五脏六腑的不安，内心的激动”，也就是一种很激烈的情感状态。接着，便讲了热情的种种表现。再讲热情和理智的关系。“理智和热情相结合是罕见的。理智总是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。醉汉看见物体增大一倍时就表明他已失去了理智。热情就像酒：它能在血管中引起如此多的骚动，在神经中引起如此猛烈的颤动，结果理智被完全摧毁。”理智虽可起调控作用，但却控制不了热情。此热情，实则就是激情。概念所指，包括内涵及范围。范围越大，越显得宽泛。因而缩小范围，更便于言说。比如郁达夫的《艺术上的宽容》，便只谈艺术方面的宽容。宽容，涉及面甚多，有历史的、政治的、社会的及生活的等等。至于艺术方面，不宽容的态度主要有派别和主义之争，足以破坏社会，阻遏文化，扰乱治安。要想创造文化，造福人类，非先将这偏私狭小的气量扩大起来不可。

议论中，其对象或论题涉及的概念不止一个，而是两个或多个，可称为关系型议论。此种关系除了并列，还可构成对比、条件、因果等多种关系。先说并列的，比如鲁迅的杂文《这个与那个》中，包括了《读经与读史》、《捧与挖》、《最先与最后》、《流产与断种》，都是并列关系的议论。且看《捧与挖》：“中国的人们，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，向来就用两样法：将他压下去，或者将他捧起来。”压下去与捧起来是相对的，压不下去的，就只好捧起来。这捧起来，就是抬高的做法，使之餍足，让自己得以安心。“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，则被捧而后，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。不但能使不安，还能使他们很不安，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。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，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。”这捧起来的仍会使人不安，或者说其欲望不易餍足。比如某知县做寿，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。知县说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，她是属牛的。因不满足，索要的更大了。再比如治理河道，捧的做法就是壅上一点土，愈壅愈高，一旦溃决，那祸害就更大。“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，不去增堤，却去挖底，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。”于是与捧相对，又有挖的办法。“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，‘自求多福’之道却在于挖。其实，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，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，却以为还是捧省力。”捧与挖相比，捧免不了自讨苦吃，挖则可自求多福。

又如《最先与最后》，由古人教赛马的“不为最先，不耻最后”说起，这“不为最先”被国人奉为做人的处世金针。世事人生的诸多方面都不敢争先，于是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。“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；欲得的却多。既然不敢径取，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。”用阴谋手段来获取，已不是正当的途径了。一方面是不敢争先，另一方面也不敢“不耻最后”。以学校运动会为例，便有此种现象。“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。这种竞争，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，挟有仇隙的，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，或者竟打起来。但这些事又作别论。竞走的时候，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，其余的便松懈了，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，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；或者佯为跌倒，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。假若偶有虽然落后，却尽跑，尽跑的人，大家就嗤笑他。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，‘不耻最后’的缘故罢。”作者认为，要想不土崩瓦解，就必须多有不耻最后的人。如此，最先与最后的关系是不妨争先，但处于最后也要能坚持到底。

再看对比、条件、因果等关系。比如邹韬奋的《工作的大小》，先提问题，即工作有没有大小的分别，接着就一般观念说起，是有大事与小事之分，再就是有想做大事而不愿做小事的心理和动机。看来问题就集中在大与小的区分上，于是就此展开分析。作者举例说当大将的却不抵抗，其贡献不如一个敢抗敌的小卒。即便是大将真能抗敌，一个军队里也一定要有将有兵，各有分工，各有机能。因而大与小的区分，仍是流俗的看法。换言之，大与小的对比，是相对的。既然大与小之分不成问题，问题也就解决了。工作的事情，仍是各司其职，并为了某个目标。再如邹韬奋的《能与为》：“‘能其所为’与‘为其所能’而能合并，在个人在社会都是莫大的幸事；初虽未能，肯学习而做到能，则由‘为’而‘能’，亦尚可有为；最下者虽‘能’而不‘为’，或不能而妄‘为’。”围绕“能与为”的关系提了三个看法：最好的是能与为成正比，其次是由学而能，不可取的是有能力而无作为或没能力而妄为。在这里，能与为是合在一起说的，能为条件，为是结果。又如富兰克林的《美腿与丑腿》：“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他们的健康、财富，以及生活上的各种享受大致相同，结果，一种人是幸福的，另一种却得不到幸福。他们对物、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，那些观点对于他们心灵上的影响因此也不同，苦乐的分野主要的也就在此。”苦乐的分野，在于关注点不同。“乐观的人所注意的只是顺利的际遇、谈话之中有趣的部分、精制的佳肴、美味的好酒、晴朗的天气等等，同时尽情享乐。悲观的人所想的和所谈的却只是坏的一面。因此他们永远感到怏怏不乐，他们的言论在社交场所既大煞风景，个别的还得罪许多人，以致他们到处和人格格不相入。”而美腿与丑腿，对应于乐与苦，便起了一种检测的作用，也即原因说明。“因此，我劝告那些性情苛酷、怨愤不平、和郁郁寡欢的人，如果他们希望能受人敬爱而自得其乐，他们就不可再去注意人家丑腿了。”这是劝告，也是忠告。

关系型议论，论证中自然是二者都要兼顾，并理清其中关系。但也可有所侧重，即侧重于某一方面。比如约翰·罗斯金的《自由与克制》，自由与克制是一对矛盾，二者的关系可以是相对或对立的，也可以在二者间分个主次，即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。这里，便以克制为主要方面。“请记住，正是这种克制的必要性，如同劳动的必要性一样，值得人类崇敬。”其理由是：“人可以有所为，又必须有所不为，而鱼则可以为所欲为。”人不能为所欲为，正是克制的必要。克制，是有所遵守。“蝴蝶比蜜蜂自由得多，可人们却更赞赏蜜蜂，不就因为它善于遵从自己社会的某种规律吗？”此种遵从，还有助于整体的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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